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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迁】

中国人口流动变迁及其对城市
更新策略的启示

朱　 宇　 　 林李月　 　 柯文前　 　 肖宝玉

　 　 【摘　 　 要】人口流动和城市更新是中国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密切相关的两个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然而

当前大部分城市更新的地方实践和行动逻辑却脱离人口流动背景而设置,因此亟须准确了解当前人口流动的

最新动向,并在政策体系和城市更新行动实践中作出合理的应对。 利用“七普”数据,结合此前人口普查或微

观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指标分析、空间可视化方法等,剖析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与新趋势,并探讨其

对城市更新的启示意义。 研究发现: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度扩大,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省内人口流动规模剧增;
乡城流动仍占主导地位,但城城流动人口绝对规模增大且增速快于乡城流动人口;人口流动的省际分布呈现

扩散态势,一些中西部省份成为新兴的流动人口增长极;人口在区域内集聚空间极化的同时还具有向外扩散

特征,县城等建制镇亦是省内流动人口的主要空间载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加入流动者的行列,
流动原因也日趋多元化。 基于以上,城市更新的政策体系和行动实践应当以转型的思维来应对人口流动规模

和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应超越以主城区为界的行动逻辑,在都市圈乃至城市群的范围内考虑城市更新规划;
同时应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聚焦超大、特大城市和县城“一大一小”的城市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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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城市更新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经历

的再开发过程;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适应城市发展

新形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1-2]。 根据

国际经验,典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达到 60% 以

后,其城镇化进程陆续进入中期向后期的过渡期,城
市发展也由此进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3]。 在西方

国家,城市更新早已经历了从早期清理贫民窟、建设

公共住房解决贫困人口的居住问题,到后期逐渐转

向多维度、多指标综合治理的过程[4]。 在中国,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示,我国

城镇化率已达 63. 89% ,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中后

期[5],城市发展必须进入从求量向加速提质并重,进
而调整转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为此,“十四五”规
划纲要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并将其作为推进新

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

再次强调了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城市更新的地

位和作用也逐渐凸显,并已上升为国家重要战略。
在中国进入由人口迁移流动主导区域人口变动

的人口发展转折期的节点上,掌握人口流动的规模

和强度,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结构的最新动态是制定

城市更新规划和政策、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基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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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之一。 事实上,“七普”数据已揭示出相当惊人

的人口流动规模、增速和活跃度,并且人口流动还呈

现出短距离流动日趋活跃、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规模剧增、城城流动人口绝对规模快速增长等新现

象,新的人口流动模式及其形成的流动亚群体还将

影响人口流动群体的构成,并引起其相关社会经济

行为的变化,其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需求与

此前传统的乡城跨省流动人口群体也有所不同,从
而对城市更新及其相关公共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

响。 显然,今后人口流动对中国人口发展态势及城

镇化格局的影响力将更加关键并持续深化,城市高

质量发展也将面临城市治理体系和人口流动形势磨

合的阵痛与改革的艰难[6-8]。
然而迄今,国内城市更新的地方实践基本以“三

旧一村”(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和城中村)
改造为主[1,9],旨在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和改善城市空

间品质,很少涉及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衡层面。
虽然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与西方国家早期的“贫民窟

清理”模式相类似,但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式的“大拆

大建”模式,基本上无暇顾及居住在其中的大量流动

人口的居住利益。 基于被迫强制性搬迁的城市更新

的客观结果就是将包括广大流动人口在内的“贫民”
疏散或迁到城市的外围区域,而在此过程中,往往又

伴随着新一轮的“城中村”的无序蔓延,城市更新陷

入新一轮的困境[10-13]。 特别是一些超大城市为了控

制人口规模,在城市更新过程中采取的人口疏解政

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变相驱赶普通劳动力,成了

“驱贫引富”运动,损害了普通流动人口的生计和权

益。 换句话说,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更新的地方实践

和行动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人口流动的背景而

设置的,忽视了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及其带来的居住、
公共服务需求。 显然,如果当前的城市更新仍然遵循

以往的行动逻辑,势必会加剧人户分离程度和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的“拥堵”效应,从而成为制约城市更新

有序推进的深层障碍。 因此,亟须准确了解当前人口

流动的最新动向,并及时建立与此相适应、相配套的

政策体系和城市更新行动实践,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七普”数据为依据,结合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和其他微观数

据等,从人口流动的规模、结构、区域模式、圈层分

布、群体特征等方面梳理当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

特征和新趋势,并厘清当下人口流动对城市更新内

涵与外延和策略选择等形成的影响。 这一工作不仅

有利于全面把握人口流动的特征与演变趋势,而且

对构建适应人口流动新特点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数据来源和概念界定

1. 数据来源

本文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自 2000 年第五次

全国人口普查、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另一个数据来源是中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①。 与下面将提到的基于

普查数据的“流动人口”相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

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也是通过考察相关人员现住

地与其户籍所在地是否发生变化来判定的,只是判

定的时间标准为一个月,空间标准为跨越区(县、市)
行政单元。 本文将根据上述数据,揭示人口流动的

规模、结构、区域模式、圈层分布和群体特征在 2000-
2020 年间的变化,并讨论这些变化对城市更新及其

相关公共政策制定的启示。
2. 基于普查数据的“流动人口”“人口流动”界定

在中国,“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有着不同于

其字面意义的特殊内涵和外延[14]。 在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流动人口”指的

是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者后的人

口,其中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

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

人口;而“人口流动”则指的是导致上述“流动人口”
人户分离现象的人口空间移动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
“七普”数据显示近年来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急剧

增加,并已成为影响当前和未来城市更新策略选择的

一个关键因素。 有鉴于此,本文将分析范围从“流动

人口”拓展至“人户分离人口”,它既包含了按照国家

统计局定义的“流动人口”,也包括了市辖区内人户分

离人口,而本文的“人口流动”则指的是所有导致现住

地与户籍地不相一致的人口空间移动事件。
三、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和新趋势

1. 人口流动的规模和强度

第一,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度扩大,人口流动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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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加强。 2020 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规模 49276 万

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由 2000 年的 11. 41% 攀升到

34. 90% ,说明人口流动更趋活跃(见表 1)。 流动人

口由 2000 年的 10036 万人增长到 2020 年的 37582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6. 62% 。 2000 年市辖区人

户分离人口仅为 2332 万人,2020 年增加至 11694 万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跃升到 8. 28% ,成为人口流

动规模增长的重要力量。
　 　 表 1 2000-2020 年中国普查年份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和强度 万人,%

年份
人户分离人口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流动人口

规模 占总人口的比例 规模 占总人口的比例 规模 占总人口的比例

2000 年 14439 11. 41 2332 1. 84 12107 9. 56

2010 年 26139 19. 51 3996 2. 98 22143 16. 53

2020 年 49276 34. 90 11694 8. 28 37582 26. 62

　 　 数据来源: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表同。

　 　 第二,市辖区内人口流动增速惊人,对人户分离

人口规模增量的贡献显著提升。 从新增人户分离人

口的结构来看,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贡献占比

从 2000-2010 年的 14. 22% 攀升到 2010-2020 年的

33. 27% ;由于省外流动人口的大幅度下降,流动人

口的贡献率由 2000-2010 年的 85. 78%下降到 2010-
2020 年的 66. 73% 。 从 10 年间人户分离人口年均增

长率来看,不包含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流动人

口增速出现下降,而包含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

人户分离人口总量的增速则处于上升态势。 这主

要是因为 2010-2020 年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

十年年均增长率高达 0. 11% ,是流动人口的 2. 2

倍;反观流动人口,其省内流动人口增速保持不变,
年均增长率始终是 0. 06% ,而省外流动人口增速

则从 0. 07% 下降至 0. 04% (见图 1)。 可见,当前

人口流动已经出现了“省外人口流动趋缓、市辖区

内人口空间流动性加强”的新趋势,仅从“流动人

口”的角度已经无法全面准确地探究人口流动的形

势和特征及其对城市更新的影响。 未来市内因务

工经商、就学就业以及城区拆迁改造而调整居住地

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常见,引致普遍的市内人口流动

和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进而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需求在总量和空间格局上的变化,由此形成

城市更新的需要。

图 1　 2000-2020 年间各类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年均增长率变动趋势

　 　 2. 人口流动的城乡结构

第一,乡城流动仍是主流方向,城镇对人口的吸

引力亦在不断增强。 按起止点聚落类型②分析城乡

间人户分离人口的迁移份额可发现,人户分离人口

从乡村流入城市和镇的比重在 2010-2020 年间上涨

了近 7 个百分点,从镇流入城市的比重出现微弱下

降,而从城市流向镇的比重却上升了 0. 9 个百分点,
上涨幅度达到 45% (见图 2)。 就流动人口来说,
2020 年,其流入城镇的规模高达 3. 31 亿人,占城

镇地区常住人口的比例为 36. 70% ,比 2000 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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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 47 个百分点;其中乡城流动人口占 75. 22% ,
城城流动人口占 24. 78% 。 据文献研究和经验观

察可知,乡城流动人口主要居住在基础设施落后、
居住条件差的“三旧一村” 等城市更新的重点区

域[15-16] 。 因此,在推进和落实城市更新规划的同

时,尊重和维护居住在上述重点区域的流动人口的

居住权益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共性

难题。

图 2　 2010 年、2020 年不同城乡属性间的人口迁移份额

　 　 第二,在现有统计口径可能低估城城流动规模

的情况下,城城流动人口近十年的增幅仍大于乡城

流动人口。 从结构上来看,在新增流动人口中,乡城

流动人口的比例由 2000-2010 年的 73. 86% 下降到

2010-2020 年的 70. 63% ,而城城流动人口的比例则

由 2000-2010 年的 21. 58% 上升到 2010-2020 年的

22. 82%。 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存量结构变化上:2010-
2020 年间乡城流动人口增长 74. 13% ,城城流动人

口增长 90. 70% ,表明城城流动人口的增速超过乡城

流动人口。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对“流动人口”的判

定以户籍登记地和现居住地不一致为依据,户籍在

农村、来到城市后发生过二次甚至是多次流动的再

次流动人口仍被判定为乡城流动人口,并由此低估

了城城流动的实际规模。 周皓也持同样的观点[17]。
朱宇等利用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
居住地发生空间变动为依据③,对城城流动人口进行

估算,发现在新口径下城城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的

比重高达 42. 92% ;若以 42. 92% 这一数值去推算城

城流动人口,2020 年其规模达到 1. 6 亿人,比普查结

果中的 8200 万人增加了近一倍[14]。 根据笔者对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与乡城流动人口

相比,城城流动人口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他们一般

有更多的资本积累和更强的定居意愿与能力,其中

不乏各类城市争相竞抢的高学历、高技能型人才,同
时对城市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要求。 因

此,城城流动人口绝对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增长速度

的比较优势,要求对流动人口的关注重心应及时从

乡城流动的单一群体转向更大范围的流动人口,及
时填补对城城流动人口及其有别于乡城流 动人口公

共服务需求的关注空白点。
3. 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

第一,人口流动的省际区域分布呈分散化趋

势。 参照段成荣等的方法[18] ,构建集中指数用于

测度流动人口流入地空间分布的集疏趋势。 结果

发现,流动人口流入地空间分布的集中系数由

2000 年的 28. 49% 下降到 2010 年的 25. 98% ,再到

2020 年的 15. 69% 。 其中省内流动人口的集中系

数持续走低,其空间分布愈来愈均衡,到 2020 年仅

为 9. 73% ;省外流动人口在近十年也开始趋于分散,
集中指数由 2010 年的 54. 40% 下降到了 44. 91% 。
进一步分析发现,2020 年全国 7 个主要人口净流入

省份中,福建和天津 2 个省市的流入人口减少,浙
江、上海、北京、江苏 4 个省市净流入人口增速近十

年明显减缓,说明人口流入规模在缩小;中西部地区

10 个主要的人口净流出省份中,湖北、重庆、江西、湖
南、四川 5 个省市的净流出人口减少,安徽、河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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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出人口增速也于近十年变缓,说明人口流出规模

在缩小(见图 3)。

图 3　 2000 年、2010 年、2020 年各省份

省外流动人口的净流量变化

第二,人口在城市群或都市圈内的流动扩散效

应有所显现。 从近十年全国五大城市群流动人口空

间分布的变动来看,除了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京
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均出现了中心城市④占

比明显下降,而一般城市和外围县市占比均有所上

升的变动特征,说明流动人口开始由中心城市向周

边区域适度分散(见图 4)。 人口流动不仅是规模的

问题,还有流向的特征。 以福州、厦漳泉都市圈为

例,通过分析都市圈内部人户分离人口的 O-D 流动

路径亦发现中心城区人口外溢的特征(见图 5)。 在

福州都市圈,核心城市福州市的人口由中心城区的

鼓楼和台江往外围的晋安和仓山转移,周边县域向

核心城市集聚的人口也大都流向晋安和仓山,郊区

化特征明显。 在厦漳泉都市圈,核心城市厦门市亦

出现了人口从中心城区(思明区)向新城区(集美和

海沧)扩散的态势。 随着城市群和都市圈一体化进

程的持续推进,人口由核心圈层向外围圈层流动和

跨城通勤(行)等人口流动模式将日趋常态化,并由

此对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城际轨道交通、公共服务供

给一体化和空间均衡化提出更高的需求。 显然,当
前以城市建成区为主的城市更新实践无法应对日趋

常态化的都市圈乃至城市群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形

势,只有及时建立与当前人口流动新态势相适应的

城市更新行动实践,才能推动城市群和都市圈高质

量发展。

图 4　 2010 年、2020 年五大城市群流动人口

分布等级差异及其变动

图 5　 2020 年福州、厦漳泉都市圈内排名前 20 位的人户分离人口流动路径及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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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口流动的圈层分布

第一,城市规模越大,人口流动的规模和强度就

越大,且在中西部省份表现得尤为明显。 由表 2 可

见,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和

流动人口的规模和强度也随之变大,而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种变动规律愈演愈烈。 说明人口向少数城市

流动和集聚的非均衡态势更加明显。 特别是对于市

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来说,2020 年在超大、特大城市

中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已分

别高达 15. 33%和 19. 15%,较十年前分别提高了 8 个

和 10 个百分点,其增速远高于流动人口。 中国超大、
特大城市这种极大规模的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往

往产生于近十年市辖区实体地域面积及其人口的急

速扩增,以及在此背景下教育、养老、医疗、交通等公共

设施在总量供给和空间配置上与人口发展的失调,并
将对新一轮的城市更新进程带来巨大的挑战。

　 　 表 2 2010 年、2020 年各类人户分离人口在城市规模体系中的分布 万人,%

城市等级
人户分离人口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流动人口

规模 占常住人口比例 规模 占常住人口比例 规模 占常住人口比例

2010 年 小城市 1904. 45 12. 32 169. 74 1. 10 1734. 71 11. 22

中等城市 4288. 26 14. 90 554. 88 1. 93 3733. 38 12. 97

大城市 5693. 96 21. 33 937. 30 3. 51 4756. 67 17. 82

特大城市 2910. 63 35. 15 613. 54 7. 41 2297. 09 27. 74

超大城市 4823. 90 44. 88 973. 33 9. 06 3850. 57 35. 83

2020 年 小城市 4205. 48 28. 79 887. 20 6. 07 3318. 28 22. 72

中等城市 7510. 36 26. 79 1762. 15 6. 29 5748. 21 20. 50

大城市 11631. 40 39. 88 2698. 93 9. 25 8932. 47 30. 63

特大城市 5239. 37 50. 21 1599. 67 15. 33 3639. 70 34. 88

超大城市 7374. 87 57. 20 2468. 68 19. 15 4906. 18 38. 05

　 　 数据来源:根据各城市(仅包括已经公布数据的城市)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计算得到。

　 　 在已经公布“七普”流动人口规模的 16 个超大、
特大城市中,深圳、上海、广州和北京作为中国人口

流入地的优势持续保持,分别排在第一、二、三和五

位,但近十年来西安、成都、重庆的流动人口增长迅

猛,增幅均超过 100% ,成都更是以 845. 96 万人的

规模位居第四,取代东莞(795. 22 万人)成为全国

流动人口规模前五的城市。 同时,基于市辖区内人

户分离人口规模变化的分析也发现,中西部部分城

市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陡增的态势极为突出。
例如,2020 年重庆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多达

828. 50 万人,占到该市总人户分离人口的 63. 26% ;
西安、成都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规模分别占到

全省总数的 40. 40%和 40. 89% 。 由于近十年大量撤

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上述城市的市辖区内人户

分离人口本质上还是地级市内的人口流动。 人口的

流动和集聚对上述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支

撑,但巨大规模的人户分离人口也对原本较为薄弱

的教育、医疗、养老、育幼、住房供给系统造成严重的

挤压,尤其是庞大的住房需求和城市更新的重点工

程———城中村改造交织在一起,如若未能得到合理

妥善的解决,恐成为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

难题。
第二,人口在地级单元内部向县城等城镇转移,

县城成为人口就近流动的主要空间载体。 从农村流

出人口⑥的流动范围来看,2020 年在县内流动、流出

到省内县外、流出到省外这三类的比重大致各占 1 / 3。
其中,在县内和省内县外流动的比重分别由 2010 年

的 25. 6% 、28. 12% 上升到 2020 年的 35. 75%和

32. 80% ,而省外流动的比重则从 2010 年的 42. 19%
下降到 2020 年的 31. 45% 。 城市和镇间的流动人口

分布差异也揭示了人口向以县城为主体的建制镇镇

区集聚的特征。 由下页表 3 可见,与 2010 年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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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流入建制镇的省内流动人口占全国和城镇流

动人口的比重在近十年都保持了上涨态势,而流入

城市的省内流动人口在城镇流动人口中的占比却出

现了下降,说明镇对省内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在稳步

增长。 建制镇的主体构成是县城的城关镇,在城镇

化转型的背景下,未来县城将会承载更多的农村流

出人口和返乡回流人口,这也是空间经济发展规律

的使然,后续县城建设和规划过程中相应的医疗、教
育、养老等设施的配套政策必须与此相关联,从而引

发以县城为主体的城市更新过程。
　 　 表 3 2000、2010、2020 年城市、镇流动人口的占比 %

年份

占全国总流动人口的比重 占全国城镇流动人口的比重

省内流动人口 省外流动人口 省内流动人口 省外流动人口

城市 镇 城市 镇 城市 镇 城市 镇

2000 年 28. 34 16. 30 21. 21 7. 79 38. 48 22. 14 28. 80 10. 58

2010 年 33. 93 18. 43 26. 25 6. 14 40. 04 21. 75 30. 97 7. 24

2020 年 34. 07 25. 32 23. 50 5. 23 38. 67 28. 73 26. 67 5. 93

　 　 5. 人口流动群体的结构特征

第一,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的比重增长迅速。
基于“六普”和“七普”数据的分析发现,市辖区内人

户分离人口、省内流动人口和省外流动人口的年龄

结构都呈现出向老龄化和低龄化的方向变化,以青

壮年人口流动为主的模式正在改变,有更多的老年

人口和少年儿童加入人口流动的队伍(见图 6)。 人

口流动不再高度集聚在某个年龄段,这不仅意味着

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加泛年龄化,同时也说明家庭

需求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中将占有更加重要

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与流动人口相比,市辖区内

人户分离人口的“老化”程度和趋势变动更为明显,
如果忽视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这一群体,可能无

法全面捕捉到人口流动结构变化对城市更新及其相

关公共服务政策供给的影响。
第二,职业构成得到一定的改善。 近十年流动

者的职业构成发生明显的变化,农业、生产、运输设

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比重下降显著,而社会生

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显著

上升,后者在女性流动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体现了

近十年来女性流动者职业层次的提高(见表 4)。 根

据笔者对 2018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的分析,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主要以经商、
商贩、餐饮等职业类型为主,就业身份 90%以上为自

营劳动者和微小型企业的雇主,有较高比例居住在

就业场所和租赁私房。 这些就业场所和租赁私房通

图 6　 2010 年、2020 年不同人户分离人口群体的年龄别流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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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2010-2020 年间人户分离人口的职业构成变化 %

职业构成
省内 省外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1. 19 -0. 44 -0. 07 0. 21

专业技术人员 -0. 84 3. 73 2. 05 4. 85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0. 16 2. 32 -1. 11 1. 04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13. 34 6. 22 12. 06 8. 31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2. 2 -6. 58 -1. 07 -3. 11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9. 03 -5. 36 -11. 91 -11. 35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0. 09 0. 11 0. 04 0. 04

　 　 注:表中的数值为 2020 年的比值减去 2010 年的比值所得到的差值。

常分布在周边环境较差、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的城中

村或老旧小区,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城市更新的难度,
对城市更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人口流动的原因逐渐多样化。 如表 5 所

示,尽管省外流动的原因仍以经济(务工经商或工作

就业)为主,但“工作就业”的比重有所下降。 省内人

户分离人口的迁移原因更趋多元化,其中拆迁 / 搬家

的比重较之 2010 年上升了 12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人

口因居住需求变化而进行空间流动的比例上升。 同

时,“七普”新增的照料孙子女、为子女就学和养老 /
康养三种原因在省内流动和省外流动者中的占比分

别为 6. 16%和 3. 24% 。 这种变化与年龄结构老化的

变化相互呼应,同时也体现了家庭化流动的趋势。
根据笔者对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

析,2018 年 核 心 家 庭 成 员 举 家 流 动 的 比 例为

57. 94% ,比 2012 年上升了近 10 个百分点。 在已婚

的流动人口中,携带父母一方或双方流动的比重也

从 2012 年的 2. 32%上升到 2018 年的 3. 06% 。 人口

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意味着家庭需求在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供给中将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拆迁 / 搬家占

比的提高亦反映了家庭对居住条件要求的提高。 城

市更新进程和策略必须依据人口流动群体的结构性

变化及其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的改变而进行

相应的调整和应对,如此才能推动城镇高质量发展。
　 　 表 5 2010 年、2020 年省内和省外人户分离人口的迁移原因 %

年份
2010 年 2020 年

选项 省内 省外 选项 省内 省外

迁移原因 务工经商 / 工作调动 35. 15 77. 16 工作就业 28. 60 68. 30

学习培训 14. 86 4. 4 学习培训 12. 70 8. 07

随迁家属 / 投靠亲友 21. 24 12. 55 随同离开 / 投亲靠友 13. 22 9. 40

拆迁搬家 13. 44 0. 86 拆迁 / 搬家 25. 48 3. 88

寄挂户口 1. 00 0. 14 寄挂户口 1. 72 0. 56

婚姻嫁娶 5. 94 2. 56 婚姻嫁娶 3. 88 2. 46

其他 8. 37 2. 33 照料孙子女 2. 30 2. 23

为子女就学 2. 13 0. 28

养老 / 康养 1. 73 0. 73

其他 8. 24 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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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向人口流动转型发展的城市更新策略

1. 以转型的思维,积极应对人口流动规模和结

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从规模和强度来看,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而且如此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

镇,并高度集聚在局部区域的核心城市中,其高速、
持续的增长过程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缺乏系

统的国际经验借鉴,将成为中国城市更新的一大难

点。 因此,城市更新的规划决策应予以快速响应和

积极应对,将人口流动过程真正内化到城市更新政

策和行动逻辑中,变“排斥性”更新为“包容性”更

新,并同步推进流动人口的市民化。 着力将妥善解

决和满足非户籍常住人口的住房需求纳入城市更新

的治理目标中,避免以往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大拆大

建造成流动人口的被动迁移和其生计的中断。 例

如,实施城中村更新与非户籍人口可支付住房联动

解决方案、建构新市民住房总体供给框架等相关政

策,破解城市“户籍人口+非户籍人口”的“二元结

构”,促进城市整体高质量发展。
其次,人口流动不仅发生“量变”,同时也发生结

构性的“质变”。 如上述分析那样,妇女、儿童和老人

的参与率均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人口流动的原因

不再高度集聚在就业或工作变动等经济原因,人口

家庭化迁移的趋势愈加突出。 同时,因高等教育和

职业教育的日益普及,流动群体的职业构成也在发

生重大变化。 这些结构性变化强烈冲击了以户籍人

口为基础的城市公共服务配置模式以及以往过于侧

重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传统的

做法。 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两头增”的变化特征,迫
切需要完善“一老一小”社会保障体系,重点解决流

动老人的医疗健康、养老服务供给和流动儿童的托

育、义务教育阶段后续教育等问题。
再次,人口流动群体的结构性变动,尤其是市辖

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激增的事实不仅呼唤城市更新理

念和城市更新模式的转变,还涉及城市更新任务的

区域平衡。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在一定程度

上是因为公共服务与人口分布在空间上的失配,故
需根据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和空间分布优化来调整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布局,在空间上达到

供需平衡。 同时,鉴于高学历、高技能型人才、城城

流动人口绝对规模增加的事实,要完善和落实针对

上述群体的住房支持和子女教育优惠政策,巩固城

市建设的人力资源支撑,因为购房和子女教育是高

学历人口要致力实现的两个核心生活目标[20]。
2. 以发展的视角,认识城市更新的空间内涵,在

都市圈乃至城市群的范围内考虑城市更新规划

城市更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完

结性的状态,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经历的

再开发过程,其内涵也是处于不断丰富的过程[1-2]。
如前述分析那样,人口在城市区域间的流动(包括市

辖区内的人户分离、郊区化、城市群内部不同区域间

的互流与分流)已经显现。 加之在城市群、都市圈的

打造过程中,城际交通、信息技术和公共服务等一体

化水平显著提升,城市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无疑将

成为未来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并促使城镇化

的空间形态发生根本性改变。 城市更新需要兼顾人

口流动的新特征,从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某个具体

片区或街区拓展到整个城市行政区范围乃至其所在

的都市圈甚至是城市群的范围。
虽然目前城市更新的地方实践已经实现从片

区—街区—城区的空间拓展,但还是缺乏基于人口

流动形势的理性前瞻,公共服务供给配置、基础设施

建设、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还难以适应人口在都市

圈、城市群内部常态化流动的态势。 今后城市更新

必须超越传统的空间内涵,完善顶层的区域发展战

略布局,在实践中健全“片区—街区—城区—都市

区—都市圈—城市群”的多尺度管控制度。 对于城

市而言,需要基于人口郊区化和市辖区人户分离人

口激增的新形势,超越局部片区的狭隘视野,在地级

甚至省级行政单位区内协调统筹城市更新。 对于城

市体系来说,要以都市圈或城市群为政策单元,加强

顶层设计和提高财政统筹的层级,疏通阻碍公共服

务均等化政策落地的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提高跨

地区、跨层级的协同治理能力,为实现人口在城市群

内部的自由流动奠定制度基础,反过来发展壮大城

市群和都市圈。
3. 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聚焦超大特大城市和

县城的城市更新工作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格局已进入“聚中有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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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聚又散”的新发展阶段,人口在空间上集聚的同

时也出现了一定的分散:一是人口在向大城市集聚

的同时,城市群或都市圈中核心城市,尤其是其中心

城区的流动人口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二是过去前

往东部地区和大城市就业的流动人口开始回流到中

西部,尤其是其县城或县级市城区等。 因此,在整体

推进城市更新的同时,需要着重抓好超大特大城市

和县城这“一大一小”的城市更新工作。
首先,沿海地区的超大、特大城市,在严格控制

人口规模、疏解低端劳动力和抢占高端流动人才,以
及进行“三旧一村”等重点区域改造的同时,需要着

力保护普通流动人口的居住权益,有效满足不同群

体对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多样化、品质化需

求。 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逐步实现教育、医疗等公

共福利均等化和便捷性流转,循序渐进地增强区域

发展和人口布局的协调性。 针对内陆新兴一线城市

近距离流动人口多且增长快、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

口规模剧增的特点,需严格控制“撤县设区”行政区

划调整,从盲目粗放的城建扩张转向以人为本的城

市更新,立足人口发展需求,强化教育、医疗、养老等

民生领域的投入,着力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治

理水平,推动城市向有利高效方向发展。
其次,省内人口流动日益加强,特别是以县城为

主体的建制镇镇区集聚的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上涨,
把县城城市更新工作提上了更高的议事日程。 县城

未来还可能接受回流的农村流出人口、县城腹地尚

未转移的农业人口,以及县城附近大城市的部分城

镇人口。 然而,中国大部分县城往往是城市更新薄

弱的区域,本身基础设施不完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

短缺。 因此,县城及县级市的城区应抓住当前“县城

建设补短板”的政策契机,对于县城城区的教育、医
疗、环境、卫生等基本公共设施服务水平进行专项建

设和提升。 例如,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

级,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引进优质医疗资源建设区域

医疗中心,吸引周边高等院校落户,建设文化中心、
体育公园,打造绿色便捷的居民健身新载体,不断增

进民生福祉,建设和谐宜居的幸福县城。
五、主要结论与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 主要结论

通过分析“七普”资料并与此前人口普查或流动

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到中国人口流动

在规模、城乡结构、区域分布和群体特征等方面已经

发生一些对城市更新有着重要影响的变化,这些变

化可归纳为:①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源于

省内近距离流动人口和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的增

加。 ②乡城流动仍占主导地位,但城城流动人口的

增速快于乡城流动人口,且当前的统计口径可能低

估城城流动的实际规模。 ③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集聚

程度趋于降低,一些中西部省份开始成为流动人口

的新兴增长极。 ④人口往超大、特大城市和区域中

心性城市集聚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对外扩散,
同时以县城为主体的建制镇镇区集聚省内农业转移

人口的能力有所提升。 ⑤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口和少

年儿童加入流动者的行列,流动人口职业构成得到

一定改善,流动原因也日趋多元化。
这是人口流动格局和群体结构的转型发展和深

刻变化,也是人口结构本身发生变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城市更新的理念、模式选择、行动实践和空间

范畴都提出了挑战:①人口流动的规模、强度和结构

上的变化要求当前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

需扩容、提质、增效,有效满足不同群体对各类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多样化、品质化需求。 ②流动人

口同时向超大、特大城市和建制镇集聚的特征,指明

了城市更新的关键区域———超大、特大城市和县城

及县级市城区。 ③人口在都市圈、城市群内部的流

动,呼吁重新审视“城市更新”的空间含义,从单一的

城市辖区范围转向都市圈乃至城市群范围的城市更

新与规划调控。
2. 几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通过以上考察分析,可获得关于 21 世纪以来基

于普查数据所反映的中国人口流动变迁及其对城市

更新政策启示的初步认识和结论,但仍有一些问题

尚待探讨:①基于当前统计口径测算出的流动人口

还未包括普查登记时间范围内的户籍迁移人口和流

出户籍地后再次返回户籍地的人口。 如果加上这两

批人,人口流动的规模和强度会更大。 此外,近十年

大量的撤县设区行政区划调整使很多流动人口在统

计上变成了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人口,从而人为地

缩小了原辖区内的流动人口规模,造成流动人口数

据的另一种失真。 ②基于“人户分离”统计口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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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城城流动人口实际上是城城之间人户分离人

口的存量数值(在城市间流动的城市户籍人口),并
非是在流量意义上真正作为一种空间变动事件的中

国人口城城流动的规模,这可能导致人们在对中国

人口迁移流动的最新动态和趋势的研究和把握上存

在误差。 ③尽管市辖区内部人户分离人口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人口在城市内部的流动规模和程度,
但这也仅是人户分离意义上的市辖区内人口流动,
并非真正意义上基于“空间流动行为”的城市内部人

口流动。 ④虽然基于宏观汇总数据对流动者群体特

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但不同群体更为细致的属性

特征差异,以及他们在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分布及变

动对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和城市更新政策制定也

极为重要,需要使用普查的微观数据加以揭示。

注释:

①数据详情请见流动人口数据平台:https: / / chinaldrk.
org. cn / wjw / # / home.

②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人口普查数据交叉列表中,人户

分离人口的现住地分为城市、镇、乡三种类型,户口登记地分

为街道、镇的居委会、镇的村委会和乡四种类型。 为统一起

见,将户口登记地类型也按照聚落类型进行重新划分:街道视

为城市,镇的居委会视为镇,镇的村委会和乡视为乡。

③城城流动人口的具体界定方法如下:户籍地为乡镇、县
城或城市,现居地在居委会或现居地在村委会但居住在政府

提供的公租房、自购商品房、保障房或小产权房者;户籍地为

农村,首次流入地行政单元为县级及以上的城市,现居地要求

与前者相同,初次离开户籍地至调查时点期间总共流动过的

城市个数大于 1。 这种界定方法的优势在于将乡城流动的存

量人口向其他城市的再次流动统计为城城流动。

④参考曹广忠等的研究,将各城市群基本地理单元分为

中心城市、一般城市和外围县市三类[19] 。 中心城市即北京、天

津(京津冀城市群),上海、南京和杭州(长三角城市群),广州、
深圳(珠三角城市群),武汉、长沙和南昌(长江中游城市群)及
成都、重庆(成渝城市群)的市辖区。 一般城市即城市群内其

他设区市的市辖区。 同时,为便于空间分析,将两次人口普查

数据按 2020 年行政区划边界整合。

⑤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
发〔2014〕51 号),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

口径,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 500 万以下为大城市,城区常

住人口 500 万以上 1000 万以下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为超大城市。

⑥根据人口普查长表中常住人口的户籍登记地类型,将
来源地属于“镇的村委会”和“乡”的人口定义为农村流出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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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rban Renewal Strategies in China

Zhu Yu　 　 Lin Liyue　 　 Ke Wenqian　 　 Xiao Baoyu

Abstract:Population mobility and urban renewal are two closely inter-related socioeconomic processes at the cur-
rent stag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however,most local practices and action logics of urban renewal are detached from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mobility. Therefore,it is imperative to have an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test trends
of population mobility,and respond in the relevant policy system and actual practices of urban renewal. Based on the
2020 census data,combined with data from previous censuses and micro-level sample surveys,this article uses methods
such as index analysis and spatial visualization to analyz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new trends of China's population
mobility,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rban renewal. The results show that:1)The scal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size of the population in urban districts whose place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re separated from the places of resi-
dence,and the size of intra-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al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2)While rural-urban migration
was still the dominant form of migration,the absolute volume of urban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ncreased,and its
growth rate was faster than that of rural-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3)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wider spread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and som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have emerged as the new growth
pole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4)The polarization and diffusion trends in region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have co-ex-
isted,and designated towns such as county seats have become the main destinations of intra-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
tion;5)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and children have joined the rank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and the
reasons for mobilit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the article argues that a transforma-
tional thinking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the policy system and local practices of urban renewal in response to the chal-
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s in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mobility. Urban renewal plann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metropolitan areas and even urban clusters,going beyond the logic of action based on
the boundaries of the main urban areas. At the same time,the whole situation should be driven by key breakthroughs,
focusing on the urban renewal work of megacities and county seats.

Key words:population mobility;urban renewal;the separation of one's plac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rom the
place of residence in urban districts;urban-urban 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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